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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层级何以保障政府运转？
———政府过程中的副职领导研究

包涵川
摘要：
【问题】中国副职领导官员通过怎样的机制介入政府过程？作为中间层级的

政府群体，他们如何处理政府运行中的组织目标和执行能力的关
系？副职领导官员对于理解政府治理有着怎样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方法】论文基于田野调查和访谈，重点关注政府中的互动“事件”，依据
“条条—块块” “上层—下层” “重要—日常”维度获得了１９个案
例，并进行了扎根理论分析。

【发现】副职领导官员凭借分管、集体化和复杂性特征成为兼顾组织目标和
执行能力的“保障性耦合枢纽”，并表现出三种机制：其一，方案
转化机制，即结合价值目标和能力水平议定行动方案；其二，激励
统率机制，即在上级授权之下动员、组织和引导下属官员；其三，
调适纠偏机制，即对组织运行的潜在问题进行调节。这些机制使政
府过程富有层层过渡的弹性，把压力化指标不断转化，并将激励链
条贯穿于组织网络之中。

【贡献】组织不会一直保持均衡结构，而中国情境中的副职领导官员能够使
政府组织实现动态平衡，启示了中间层级研究的价值。论文审视了
副职领导官员群体的重要性，揭示了他们在中国科层组织中的独特
作用：作为积极的集体性行动者，副职领导官员串联协同各个层
级，将政府有效运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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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之窗】
!

　 政府任务分工可以纳入更多非领导官员，使他们牵头分管特定工作，在
减轻副职领导的分工负担的同时，增强政府的灵活性。

!

　 在政府部门“一把手”选任时，各级党组织应重视相应人员是否有相关
部门的副职领导任职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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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涵川，长安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本文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得到了许多评审人和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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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政府过程意味着任务目标能够凭借组织的资源和能力得到良好执行，
然而在现实情况中，由于行政环境的复杂易变，政府任务目标与执行能力经常
出现互相偏离。这种情况在中国同样存在。一方面，由于领导官员频繁流动，经
验丰富的下属官员可能会面对并不熟悉相应业务或当地社情民意的“一把手”；
另一方面，在压力型体制下，决策目标还经常凸显高指标特征（荣敬本等，
１９９８），其与组织能力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因此，要保障政府的有效运行，在
政府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中有必要重视目标和能力之间的中层衔接问题，实现两
者的动态平衡和相互适配。

在中国情境的政府组织中，最为关键的中层群体就是普遍存在于几乎每个
政府组织之中的副职领导官员群体。他们在分属领域中掌握实际的权力，负责
各项行政任务（朱光磊、李利平，２００７）。而在违规事件的处理中，他们亦是党
政问责的主要对象（张创新、韩艳丽，２０１３）。从比较的视野来看，虽然西方政
府体系中也设立了副职领导，但是中西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性。在“政治—行
政”二分体系下，副职领导由担任正职的党派精英提名录用，成为提供咨询和
受托办事的顾问和幕僚，而不具有实际权力（Ｂｏｕｒｇａｕｌｔ，２００６；朱光磊、李利
平，２００７）。他们虽然普遍有着从事文官的经历，但是在根本上“对上不对
下”，依附于具有政党身份的“一把手”，甚至在某些状况下无力顾及部门下属
（Ｂｏｕｒｇａｕｌｔ ＆ Ｄｕｎｎ，２０１４；Ｓａｖｏｉｅ，２００５）。由此来看，西方的副职官员不是政
府中的关键行动者。而在中国，制度架构的不同使副职领导作为重要群体嵌入
到了政治权威显著的科层体制内，并凭借其在“一把手”和下属之间的中间性
位置有效参与了政府的运转。

那么，基于上述的中西之别，中国副职领导官员具体通过怎样的机制介入
政府过程？他们在政府目标的制定和执行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其行动对于理
解中国政府治理有着怎样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理解这些问题既有助于探索政府
组织的运作机理，也能够正视中国治理的内生性成分。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路径

从既有文献来看，副职领导话题在政府治理相关文献中整体上相对较少，
但相关研究亦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论述了中国副职领导的基础性问题，为本
文提供了重要支撑。

著名学者朱光磊（２００７）等人较早关注了这一现象，并指出了副职领导官
员在中国政府、事业单位和国企的广泛分布性，论述了其在政府过程中上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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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重要地位以及“分管”机制的关键作用。徐刚（２０１３）认为，中国的副职
领导事实上承担了政府职能，成为中国治理结构的关键环节，而他们亦会出现
腐败问题，其众多的人数也存在着“结构性冗余”的消极影响。整体来看，这
一类研究以批判性为主，指出了中国副职领导官员存在的一些弊病，主张其应
向近似于西方的“辅佐型”转变，限制副职官员的实际权力，并在此基础上优
化政府结构，以减少政府层级和行政成本。

后续的研究则循着这些发现进行了进一步探索，并凸显了较强的实证性。
冯芸等人（２０１３）在官员晋升的研究中发现副职领导官员的升迁受到了经济绩
效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双重影响。黄红华（２０１５）根据县域当中的数据和资料
发现，副职领导在政府过程中担任了具体工作组织者和负责人的角色，其工作
时间分配兼顾了上下级两方。近年来，马亮等人不断关注了副职领导话题，并
做出了一系列成果。他们利用省级副职领导的分工数据发现，副职的主要工作
方式是分管特定领域，不过其分工选择和年龄、性别等特征并无密切关系（马
亮、王程伟，２０１９ａ）。在此基础上，相关作者还研究了城市当中的副职领导，
发现类似的现象在市级政府也普遍存在，并且不同副职领导之间的工作差别较
大（马亮、王程伟，２０１９ｂ）。在此之后，马亮、王程伟（２０１９ｃ）还基于翔实
的数据探讨了副职领导与政府绩效的关系。他们发现，副职领导在个体层面上
并没有显著产出政府绩效，绩效会在群体中得到更为平衡的分配。

总的来看，虽然副职研究的文献较少，但是相关学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共
识，即副职领导是政府组织中的重要一环，其分管特征对于政府过程具有重要
的意义。近年来的研究更是依据数据分析对此进行了充分验证。但是，前人的
研究也有白璧微瑕的地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于副职领导结构特征的分析仍是不全面的。既有文献更多只是关
注了副职领导分工和数量这两个方面，但是却没有更为细致地论述其职业生涯
等问题，也较少在政府层级结构的整体格局中分析副职领导同“一把手”和下
属官员之间的具体复杂关系。而明确这些基本问题，是这一话题研究的基础。

第二，既有的研究未能从动态政府过程的角度研究副职官员。目前的文献
或是探讨了副职领导的静态特征，或是采用横截面数据的方式加以分析。而副
职领导通过何种一般化行为参与了政府过程，其中有怎样的实践表现，前人的
研究并没有充分解答。

第三，部分文献未能充分探索中国政府治理的经验。现实情况中，副职领
导并非是有的研究所判断的“弊大于利”的制度设计。从政府治理的趋势来看，
目前副职领导没有呈现虚位化状态，他们负责的业务愈加关键和复杂。进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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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近年来中国政府治理的优势不断凸显，根据世界经济论坛（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最新数据，在“公共部门表现（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ｔ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等政府评比
核心项中，中国近年来持续进步，甚至超过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Ｓｃｈｗａｂ，
２０１９）。作为政府各个事项的重要推动者，副职领导官员和政府有效运作势必存
在着密切关联。如何解释这种有效性？其中的因果机制何在？这种现实和理论
推断之间的张力，为本研究提供了讨论空间。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下面将首先简述本文的方法论，并结合经验材料阐述
副职领导官员的基本特征，再通过案例分析，较为细致地展现副职领导统筹任
务目标与业务能力的关系从而保障政府治理有效性的具体过程和机制，最后作
出一些延伸思考。

二、研究设计与调研方案

（一）研究设计

研究的方法路线主要对应于需解决的问题。副职领导参与政府过程的机制
不仅是动态的，还通常具有潜在性，不一定呈现在正式的文本和制度设计之中。
这决定了本文宜依靠定性研究方法来进行。因为，只有通过定性方法，研究者
才能够直面社会实践的复杂性，在真实的环境中将相关的机制识别出来。进而
言之，探索副职领导的相关机制意味着聚焦于政府内各方互动的“事件”，即挖
掘副职领导与其他群体互动的真实事例。实际上，在近年来社会学领域的定性
研究中，“事件”的意义得到了更多强调。因为，只有在“有事情的时候”，真
正发挥作用的机制才能显露出来（谢立中，２０１０）。基于此，本文主要通过各个
副职领导的活动事例加以分析。

（二）调研方案

本文主要采用田野调查和访谈方法来加以展开。田野调查主要采用的是
“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全方位参与式观察。而访谈对象主要涉及各类政府组织中
的工作人员、负责综合行政的办公室人员以及包括副职领导在内的领导班子成
员等群体。为保证案例选取的饱和度，调研的政府组织类型涵盖了以下三个维
度：一是条块维度。在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系统（“条条”）中，行政主要凭借专
业技术。而在各级地方政府（“块块”）中，行政高度依赖官员的实践经验，如
对辖区状况的熟悉程度。两种类型政府组织的过程有所差异，均应加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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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上下维度。中国政府的层级众多，有必要将案例范围囊括到更多政府层级，
以增强研究的全面性。三是轻重维度。中国政府运行当中有重要的“中心任
务”，也有日常性工作。下文的案例对两种任务形态都加以涵盖。

在上述思路下，本文分三次进行了田野调查和访谈，获得了１９个政府过程
中的相关案例。在案例分析当中，后文首先结合访谈内容分析副职领导的主要
特征，然后主要使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厘定相关机制。扎根理论是一种在不断归
纳的过程中发现某一现象内在构成及其关系的质性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法从
复杂化的实践出发，将情境化的现象不断去粗取精，形成富有逻辑性的模式化
解释框架。下文以三人讨论的方式，对１５个案例进行扎根理论编码，将其余４
个案例进行饱和性检验。对于其中的真实信息，文中按惯例作匿名处理。

三、副职领导：兼顾政府组织目标和能力的关键角色

在中国情境的政府过程中，任务目标和业务能力之间经常存在着张力，潜
在的危害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相关矛盾表现为可能出现的“高指标”决策
等行为。在这些情况中，上级制定的任务目标超过了下级的执行能力，使下属
的工作受阻。而另一方面，当下级的业务能力无法完成任务目标之时，上级的
领导力和权威性亦会降低。实践中，副职领导成为弥合组织目标和专业能力因
素的角色群体。正如某市科技局人员讲述的：

我们工作当中经常遇到新情况，领导给的任务也经常是之前没有遇到过
的。碰见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通常都是向分管我们的副局长进行反
映。如果事情不大，副局长就直接给我们拿主意；如果碰到严重的情况，
就要副局长再找“一把手”进行协调了……我们肯定不能越级直接找“大
领导”（２０２００３ＫＪＪ）。

而在对副职领导的直接访谈中，某教育局副局长对于自身的角色和职责有
着更加形象的说法：

“一把手”不会什么都做，具体的业务还得是我们（副职）来分管负
责……我们的身份就像“媳妇”， “一把手”像“丈夫”，下面的人就是
“孩子”。我要管好下面的人，但是我是为“丈夫”去管的……在下属中发
现了好苗子，我就“压担子”，让他多做点事情，锻炼他，也让领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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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手”）把关（２０２００３ＪＹＪ）。

由上可以看出，副职领导官员能够在目标和执行之间、“一把手”和下属之
间起到中间性作用，将两者有效联结起来。整体上看，这一作用来自于以下三
个方面的制度设计。

第一，中国副职领导官员具有“分管”的特性。他们掌握实权，负责领导
若干个具体部门的工作（朱光磊、李利平，２００７）。这种特征让他们成为“大
科长”“大主任”。在分管的基础上，一方面，副职领导官员显著影响了政府组
织的目标制定，构成了中国政府集体决策的基本格局；而在另一方面，副职领
导的“分管”还意味着其根据自身对应的领域将目标加以贯彻，顾及下属的业
务能力，参与政府目标的执行环节。在此基础上，通过“首长负责制”，正职领
导对于政府部门的事项全面负责，并能够通过调整分工的方式有效影响副职的
职责权限和绩效产出，使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下属”的身份特征。如前
文访谈内容所表明的，在话语当中，副职仍然会将“一把手”看作领导，表现
出权威次序中的服从关系。

第二，副职领导官员是集体化的，他们和正职领导共同构成了领导班子。
对于个体的副职领导来说，其职业生涯是不固定的，但是，当组成集体之时，
他们表现出相当程度上的稳定性。除非出现严厉的党政问责等情况，一次性更
替多数领导班子成员的现象较少发生。实践当中，领导成员个体的活动通常要
权衡集体和他人的利益，个体特征和能动性被压缩（马亮、王程伟，２０１９ｃ），
祛个人化的理性和偏好得以生成。此外，这种集体化特征还使副职领导群体享
有的权力和资源得到了扩展，构成了政府治理结构中稳定有力的中间地带。

第三，副职领导官员群体表现出较强的缓冲性。在分管特征基础上，中国
政府治理中经常存在着一系列常见的设计和安排，使副职领导群体更具弹性和
有效性特征。一方面，对于一些具有相应业务水平的副职领导官员，其会被安
排分管熟悉的部门。这既让副职领导在组织目标制定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又有
利于他们发挥其业务能力的优势以保障组织目标的贯彻。另一方面，副职领导
官员群体之中通常男女混合，实职和虚职相间，党员与非党员共存。其内部有
急于晋升的年轻人，也有即将退休而安稳行事的年长者；有人从其他部门调任
而来，有人则是从组织内部逐级晋升。概言之，领导集体中各个成员的录用途
径、行为方式等体现了年龄、性别、党派、民族、性格等多种要素的综合。

在副职领导的积极介入之下，中国政府治理中的内部群体结构可以大概分
为以下三个层次（见表１）。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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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国政府治理中的内部群体结构

对应因素 行为方式 职位录用 流动状况

领导政府目标为主 制定目标，领导和团结下属 上级提名为主 近似于“官”，
不断调任

副职
领导

政府目标和专
业能力并行

兼顾制定和完成目标，领导
相应下属并按上级要求办事

上级提名为主，
部分内部晋升

近似于“亦官亦
吏”，总体稳定

下属专业能力为主 完成目标，按上级要求办事 专业选任为主 近似于“吏”，
长期固守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１反映了不同群体在政府过程当中承担的功能，“一把手”领导确定政府
目标，并领导和团结下属，督促其完成任务。而下属官员则依据专业能力按照
上级要求办事。从职位录用的角度看，在“下管一级”的人事行政体制之下，
“一把手”的选任由上级党政部门主导。选任过程不仅看中其业务能力，更看中
其政治意识等更多方面。而对于下属官员而言，随着公务员制度和干部培训的
不断完善，其主要凭借业务能力和对口性任职。另外，在职业生涯流动上，中
国官员干部存在着群体之间的分化。“一把手”经常调任，而下属官员倾向于长
期留守于同一部门，分别近似于中国古代“官”和“吏”的角色（周雪光，
２０１６）。而副职领导官员的上述特性使其居于“一把手”和下属官员之间，这
让他们既积极参与政府组织目标的制定和维护，又顾及具体行政事务的专业性
因素，既领导各自分管的下属，又按照“一把手”意志办事。在职位录用上，
他们表现出了多种路径的综合。而在官员流动中，他们具有“亦官亦吏”的特
征，兼具个体的流动性和总体的稳定性。

四、副职领导官员参与政府过程的机制

在上述特征的基础上，副职领导在参与政府活动中表现出了特定的行为机
制，保证了中国政府的良性运行。下文将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一）案例主要内容

表２描述了调研所得到的１９个副职参与政府活动的“事件”，这构成了本
文的分析样本，其内容简要如下。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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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相关政府活动“事件”的主要内容

序号 “事件”内容 备注

１

Ｐ市科技局拟将“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入库”的标准进行改革，
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分管相应领域的副局长带领下属经过
广泛调研，提出对于收入较少的企业，降低研究开发费用总额
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并设置合理梯度

无

２
某省着力扩大公立教育范围。在Ｊ市教育局，某副局长会同下属
商定出学前教育领域的具体方案，即扩大学前班招生比例，并
购置相关的教学设备资源，得到了“一把手”的认可

学前班教育多为
公立，扩充学前
班教育即可提高
整体比重

３

Ｆ区的中心工作是机构改革，按照既定思路，牵头负责的副区长
协调发展和改革局等相关部门制定了相关规划，并设计了逐步
推进、重视试点的相关方案，还举办了“改革练兵”为主题的
活动仪式

无

４

Ａ市教育局“一把手”上任后，推动当地中小学考评制度改革，
分管的副局长在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拟定了包含学业成绩、
品德以及学业负担等各方因素的综合指标，得到了“一把手”
的认可

副局长曾工作于
某中学，后一直
在教育局任职，
具有丰富经验

５
在疫情防控期间，Ａ区拟向各个街道（乡镇）派发防控物资，
分管负责的副区长协同下属迅速分析了各个片区的需求情况，
制订了方案

无

６

由于项目进展缓慢，Ｌ市国资委遭到了市领导的批评， “一把
手”召开了领导班子会，强调了各个领导“带兵”即动员下属
的重要作用，并对于加速完成工作作出了部属，副职领导也纷
纷动员各自人员，最终迅速完成了任务

无

７
Ａ市教育局须采购大量校园疫情防控资源，对于这一重要任务，
牵头负责的副局长将重点学校的资源购买工作分配给了个别有
能力的下属，并将其组成小组，快速展开工作

无

８

在迎检当中，某市要求所有无油烟净化设备的摊贩停止营业。
Ｗ街道办的分管副主任召集城管科、市场科人员，明确了这是
必须具有“底线思维”的任务，设置了严格的奖罚原则，促使
任务提前完成

无

９
在创造文明城市进程中，Ｌ区的相应分管副区长负责各个社区的
私搭乱建拆除工作。他强调了要对于可能发生的事件时刻保持
警惕，甚至准备了相应的急救设备

配备医疗资源是
防备风险之举

１０
Ｌ市工业与信息化局负责推进该市“智慧城市”项目。分管的
副局长不仅牵头设计了方案，还多次邀请专家进行人员培训，
并且强调了信息安全的重要性

该副局长已经在
相关部门任职１５
年，经验丰富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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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件”内容 备注

１１

某省长拟将省内两大企业即农业生产集团Ａ和销售集团Ｂ合并，
以推进扶贫工作。但是分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不同意。他强调
将Ａ集团隶属于当地农业农村厅，从而将Ｂ集团独立出来符合
其他省市普遍做法，并指出合并条件仍不成熟。省长最终将合
并事宜设为未来方向，但暂缓实行

副省长坚持自身
意见，该事宜经
过了多次论证

１２

南方某县在推进土地确权工作中，县长提出要更多惠及农民的
利益，因此对于部分土地的确权过程保持了宽容态度。分管水
利和自然资源部门的副县长则指出，部分河道附近的土地不能
继续被耕种，否则会有水患风险。其建议被采纳

无

１３
Ｌ市国资委主任曾将处理死账坏账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并要求相
关下属尽快清理几百万元的不良资产。这在短时间内不能完成，
分管法律工作的副职领导找到“一把手”，使其收回决定

无

１４

Ｇ市近年来经济发展形势良好，重要增长点之一是以高耗能、
高污染为特征的水泥产业。在制定次年经济规划当中，多位副
职领导表示不能盲目扩大产能，要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结合
起来

无

１５
Ｐ市科技局的人员在上报关键材料的时候，错报了一项数据。虽
然责备了相关下属，但是分管的副职领导亲自向正职和上级报
告并修改错误，并未让下属直面困难

无

１６

在Ｌ市国资委，“一把手”为了实现资产稳值，规定下属企业处
置千元以上的设备必须向国资委审批。这在实践中造成了一些
弊病，在若干副职领导向“一把手”的反复建议下，审批制改
为报备制

在许多设备的处
理过程中，由于
审批制度造成的
差旅费已经超过
了设备价值本身

１７

Ａ市某地标性建筑因故进行资产转接，但相关进程极为拖沓，
市长严厉批评并批示“此事居然如此进度”。分管副市长随即召
开政府专题会议，传达了市领导精神并制订了“特事特办、灵
活处理”和“先接管、后移交”的方案，加快了进度

无

１８
Ｇ市经济与信息化局将金融纠纷化解作为某一时期的工作重点。
负责分管的副局长协同法院、司法局、央行在该市的分行、企
业协会等多方力量反复召开论证会议，确定了初步方案

无

１９
Ｌ市争取到国开行棚户区改造贷款２００亿元，当时离项目完成协
议时间只剩下４个月。为了推进棚户区改造，分管副市长在各
个单位引入了“竞争机制”，依据办理进度平衡拨款数量

无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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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例文本基础上，下文应用扎根理论，通过三人讨论和相互审核的方式，
将其中１ － １５的案例信息进行逐级抽象编码的工作，以得出副职参与政府活动
的一般化机制。

（二）扎根理论编码过程

１ ． 开放式编码及各个初始范畴的主要含义
开放式编码主要是将案例文本进行初步提炼，以全面整理文本信息，为后

文的进一步编码创造条件。本文共获得３４个初始范畴，它们是案例内容的概要
和精炼。详见表３。

表３　 开放性编码得到的初始范畴及其主要含义

编号 初始范畴名称 主要含义
Ａ１ 带领下属进行调研 副职领导带领下属进行调研和考察
Ａ２ 设置行政活动的标准 副职领导设置了具体的行政指标
Ａ３ 提出具体措施 副职领导提出了实现目标的具体措施

Ａ４ 编制行政活动的具体方案 副职领导根据上级指出的目标，带头编制了具体化的、
具有可操作性的计划和路线

Ａ５ 组织下属商讨 副职领导经常组织下属进行工作议题的讨论

Ａ６ 为行政活动准备条件 副职领导为实现行政目标，寻求人力、物力和财力等
方面的支持

Ａ７ 寻求“一把手”认可 副职领导需要使自身意志得到正职领导的认可
Ａ８ 举办行政活动 副职领导在权限范围内组织行政活动
Ａ９ 协调相关部门 副职领导协调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完成分管工作
Ａ１１ 听取各方意见 副职领导广泛听取各个方面关于行政工作的意见
Ａ１２ 分析社会需求 副职领导主动分析社会需求，编制具体的工作计划
Ａ１３ 领导和联系相应下属 副职领导积极统率并密切联系分管领域的下属官员
Ａ１４ “一把手”动员副职领导 “一把手”动员副职领导的工作积极性
Ａ１５ 副职领导动员下属 副职领导调动分管下属的积极性
Ａ１６ 副职领导推进行政任务 副职领导督促和推动行政任务的进程
Ａ１７ 部署分管领域的分工 副职领导将自身和下属分工状况进行部署和确认
Ａ１８ 识别表现突出者 副职领导观察下属的工作表现，培养其中的优秀人员
Ａ１９ 强调任务紧迫性 副职领导向下属强调中心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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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初始范畴名称 主要含义
Ａ２０ 传达上级指示 副职领导向下属传达“一把手”和上级政府的意志
Ａ２１ 负责具体工作 副职领导对于具体的工作进行总揽和负责
Ａ２２ 提示潜在的风险 副职领导对于潜在的行政风险进行警示
Ａ２３ 邀请专家参与 副职领导邀请专家参与行政工作
Ａ２４ 组织培训活动 副职领导组织行政业务能力的培训活动
Ａ２５ 向上级提出相应建议 副职领导在分管领域中向上级进行建言
Ａ２６ 分析实际情况 副职领导分析行政目标执行的实际状况
Ａ２７ 与“一把手”保持同步 副职领导使自身的意志与“一把手”保持统一
Ａ２８ 改变决策目标 副职领导修正和改变了“一把手”制定的决策目标
Ａ２９ 考虑长远目标 副职领导考虑整体的长远性目标，并向正职给出建议
Ａ３０ 参与制定规划 副职领导参与制定政府组织的目标和规划
Ａ３１ 奖惩相应下属 副职领导对于相应下属给予奖惩
Ａ３２ 汇报行政过失 副职领导向正职汇报工作中的问题
Ａ３３ 保护下属积极性 副职领导宽容下属的某些错误，保护其工作积极性
Ａ３４ 修正执行偏差 副职领导监督下属的执行情况，修正其中的偏差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２ ． 主轴性编码
在获得上述初始范畴的基础上，本文展开了主轴性编码的工作，以讨论的

形式进一步梳理了不同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将其中的信息进行更为抽象化
地提炼，最终获得了下述３个主范畴。见表４。

表４　 主范畴及包括的初始内容
编号 主范畴 对应表３中的初始范畴

ＡＡ１ 方案转化 Ａ１，Ａ２， Ａ３， Ａ４， Ａ５， Ａ６， Ａ１０， Ａ１１， Ａ１２， Ａ１６， Ａ１７， Ａ２０，
Ａ２１，Ａ２３，Ａ２６，Ａ３０

ＡＡ２ 激励统率 Ａ５，Ａ７，Ａ８，Ａ９，Ａ１３，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Ａ２０，
Ａ２１，Ａ２４，Ａ３１，Ａ３３

ＡＡ３ 调适纠偏 Ａ１，Ａ５，Ａ７，Ａ９，Ａ１１，Ａ１２，Ａ２０，Ａ２２，Ａ２３，Ａ２５，Ａ２６，Ａ２７，
Ａ２８，Ａ２９，Ａ３２，Ａ３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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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主范畴实际上对应了副职领导官员参与政府活动的一般化行为机制。
每种机制均涵盖了表３当中的特定初始范畴。这些机制具体包括：

第一，方案转化机制（ＡＡ１）。这指的是副职领导官员根据其执行能力和现
实状况，将抽象化的组织目标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的过程。它包含了
“带领下属进行调研（Ａ１）” “设置行政活动的标准（Ａ２）” “提出具体措施
（Ａ３）”“部署具体领域分工（Ａ１７）”等初始范畴。

第二，激励统率机制（ＡＡ２）。这指的是副职领导官员在上级认可之下，率
领、指挥分管部门下属完成组织目标，并且有效调动下属积极性的行为。其对应
的初始范畴内容包括“协调相关部门（Ａ９）”“推进行政任务（Ａ１６）”“识别表现
突出者（Ａ１８）”“奖惩相应下属（Ａ３１）”“保护下属积极性（Ａ３３）”等。

第三，调适纠偏机制（ＡＡ３）。这指的是副职领导官员使“一把手”制定的
政府目标符合执行条件，同时使下属官员的执行活动不断契合于既定目标的过
程。它涵盖“组织下属商讨（Ａ５）” “向上级提出相应建议（Ａ２５）” “与‘一
把手’保持同步（Ａ２７）”“改变决策目标（Ａ２８）”等初始范畴。

关于这三项机制的具体内容，后文有具体分析，在此暂不加赘述。
３ ． 核心性编码
核心性编码的目的是抽象出最终的范畴，以概括和解释副职领导参与政府

过程更为一般化的模式。本文将最终的核心性编码确定为“保障性耦合枢纽
（ＡＡＡ１）”。“保障性”指的是副职领导官员对于政府运行的保护和维持。“耦
合”原本是物理学名词，指不同电路之间相互贯通的现象。在本文语境中，“耦
合”主要指的是政府治理当中的不同要素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串联和融通。“枢
纽”一词指事物间相互联系的重要环节。在本文中，“枢纽”主要指副职领导处
于政府组织内部各关系的联结点。根据上述分析，“保障性耦合枢纽”指副职领
导作为政府组织内中间层级的群体，不断作出促进政府组织目标和能力的联结
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融合，保障政府有效运行的行为。这一概念是前文主轴性
编码中副职领导官员的方案转化、激励统率和调适纠偏三种机制的综合，其中
的关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核心范畴与各个主范畴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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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１中可以看出，三个主范畴实际上构成了“保障性耦合枢纽”概念的
各个维度。在完成上述编码环节后，本文进行了“理论饱和性”检验，将另外
４个副职参与政府过程的案例进行了编码，这些案例涵盖了市政府、国资委、经
济与信息化局等多类型政府组织，并未发现新的编码，从而证实了上述编码过
程的全面性。

（三）作为“保障性耦合枢纽”的副职领导及三种实践机制：对于编码的结
果分析

在前文编码的基础上，下文以副职领导为中心具体分析一般化的中国政府
组织过程，相关逻辑如图２所示。

图２　 以副职领导官员为中心的政府过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２中的线条代表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虚线代表着前文编码当中得出的主
范畴及其分别在副职领导和正职领导、副职领导和下属官员互动过程中的表现，
构成了副职领导的“保障性耦合枢纽”身份的各方面。实线部分则在更广泛的
范围内勾勒了不同群体的循环互动方式。具体来看：

首先，副职领导担负了政府行动方案的制定。实践中，“一把手”提出的政
府组织目标通常是相对抽象化的原则性意见或战略，表现为“定调子”。而这与
现实当中的执行能力之间存在着“抽象—具体”维度当中的鸿沟，弥合的环节
就是方案的制订。从管理学出发，方案指的是如何实现目标的文件，通常包括
资源配置、时间表以及必须的行动（斯蒂芬·Ｐ罗宾斯、玛丽·库尔特，２０１５：
２０２）。它不仅使政府组织的目标结合了专业性因素，具有了执行的可能，也使
执行活动紧扣于目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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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职领导官员是将目标转化为方案的主导性群体。“分管”的特征不仅使副
职领导获得了牵头执行的授权，也明确了其在执行中的责任。这一逻辑使他们
能够凭借自身在执行目标当中了解情况，协同具有丰富经验的下属，拿出具有
执行可能性的行动计划。而与此同时，在副职领导参与决策的过程中，这一方
案又能够有效嵌入总体原则之中，表现为副职领导在“一把手”的主导下参与
议定方案的现象。两个过程的不断运行，相对合理的行政方案便得以产生，组
织目标与业务能力要素也有效连接起来。既有研究指出，如果政府组织的目标
较为模糊且不能转化为有效方案，下属的执行便会出现结构性偏差或者政策目
标的“空传”现象（Ｍａｔｌａｎｄ，１９９５；李瑞昌，２０１２）。这进一步凸显了副职领
导牵头方案转化在政府治理当中的意义。

其次，组织目标转换为实际绩效依赖于具体的人员展开有效行动。这就需
要领导和激励行为。副职领导官员能够根据领导班子的总体意志，通过多种方
式有效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展开工作。从案例中可以看出，这些方式既可以是在
分管部门当中合理设立奖惩机制以及为表现突出者提供晋升机会，还涉及对于
下属官员进行指挥，亦包括了对于个别工作失误者进行的容错。

由于这些途径的存在，“一把手”在制定组织目标之后便可以通过副职领导
群体作为中介以有效团结和领导下属，将激励动员的线索贯穿于组织网络之中。
事实上，目前学界已经对于政府内部的激励动员进行了许多探讨，关注了“目
标分配”“项目”“会议”等多种方式（陈家建，２０１３，２０１７；陈水生，２０１４；
王汉生、王一鸽，２００９）。从本文来看，副职领导就是这些动员方式的人格化承
担者，他们通常是承担分解后目标的主体，经常牵头负责政府项目，更是会议
的重要成员和“责任状”的署名人。这使政府组织的目标和意志转化为切实的
政府行为，将下属的业务能力转化为实际效用。

最后，由于政府治理当中目标与执行矛盾的存在，政府过程可能会出现错
位和越轨现象。从上文和图表中可以看出，副职领导官员是实现调适纠偏的关
键角色。而鉴于其群体性特征，调适纠偏的作用在实践当中表现得更为有力。

在政府目标设置的过程中，鉴于集体领导的原则和对应副职领导具备的业
务和技术优势，“一把手”通常要参照副职领导提出的意见制定目标。而在另一
方面，副职领导官员还能够凭借自身在分管领域当中的组织权威有效监督和约
束下属行为，使其契合于上级制定的组织目标和实施方案。这也印合了马亮
（２０２０）的观点，他推论即使“一把手”不熟悉专业性政府组织的具体业务，
副职领导亦能够凭借其分管特征保障政府运行。本文为上述研究提供了案例证
据，并明确了相关的行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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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在副职的积极介入下，中国政府治理表现出了独特的过程模式：
正职领导主导了政府组织目标的设定，并积极团结领导班子中的各个副职官员，
后者通过分管机制协同下属官员进一步细化并落实目标。在此过程中，下属官
员会把执行当中的情况同副职领导沟通，副职领导继而将相关问题反映给正职
领导，正职领导会同领导班子对于组织目标进行新一轮的评估。凭借上述路径，
政府治理的各个环节得到了联结，组织系统实现了有效运行。这里有必要作出
以下两点补充说明：第一，上述机制不是相互割裂的。实际情况的复杂性经常
使三种机制在各个情境中互相嵌入。比如，从案例和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调适纠偏和激励统率也包含着方案的转化，其余亦然。第二，调研发现，这些
机制发生的场景多处于“幕后”的私下磋商和沟通之中，不一定表现于会议和
讲话等“前台”，而这些“前台”通常都是各方力求规避冲突的场景。因此，
本文的探讨与政府运作“前台”有一定的区别，但只有关注解决矛盾冲突的
“后台”，才能探查到中国政府的真实运作机理。

五、总结与思考

本文指出了在“一把手”和下属官员之间，副职领导官员凭借着“分管”
和群体性特征创设了政府过程中的中层弹性空间。他们成为政府治理中的“保
障性耦合枢纽”，并通过方案转化、动员激励以及调适纠偏机制串联了政府目标
和能力等多个方面。

正如本文开篇所述的，调和政府目标和能力关系的重要意义在其他国家也
莫不如是。那么，在西方副职领导虚位化的条件下，这一关系如何调适呢？实
际上，西方同样出现了一个不同要素相互交接的中间地带，这表现在：第一，
在“政治—行政”二分法之下，议会和政府之间通过预算制定、高级文官选任
中的博弈等方式达成妥协。这一过程被置于严密的法律规则之内，通常表现出
长时间的“拉锯战”。第二，相关机制还表现在官僚系统内部，其中层层晋升的
高级文官或常任秘书（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是文官系
统中的高级精英，不仅承担了政策执行，还经常担负了政策的“制定者”
（ｍａｋｅｒ），“塑造者”（ｓｈａｐｅｒ），“（主观意义层次上的）分享者”（ｓｈａｒｅｒ）等多
重角色（Ｒｉｂｂｉｎｓ ＆ Ｓｈｅｒｒａｔｔ，２０１３），从而创造了一个政客顾及行政业务因素，
高级文官参与目标规划讨论的缓冲空间，矛盾便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调和。

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发展了既有理论：首先，本文的发现有助于组织冲突
理论的探讨。组织不会一直保持静止和均衡的结构，其内部充满了互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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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冲突。既有的理论主要关注了企业组织、虚拟团队的冲突类型和解决方案。
本文证实了类似的冲突在政府组织环境当中同样可能发生。进而言之，组织冲
突理论指出了相关现象不全然具有负面作用（Ｂｅｈｆａ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Ｇｅｏｒｇｅ ＆
Ｊｏｎｅｓ，２００５；Ｔａｋｌｅａｂ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这在政府治理情境当中亦然。本文提及的
各类互动往往成为契机，它们或是修正了组织目标，或是激发了业务能力，最
终提高了组织运行状态。本文对于副职领导官员的分析便在此种意义上作出了
探索，其正是消弭政府组织冲突的有力群体。未来或可循着相关思路前进，探
索更多政府组织内部的丰富互动，并逐步将党的副职和政府的副职结合起来
研究。

其次，本文的研究重点关注了组织内部的“中间地带”。就组织过程来看，
未来不仅需要重视“输入—输出”“目标—执行”等二元框架，更要强调每一组
关系的中间转化过程，将“两点论”发展为“三点论”。事实上，现实的复杂
性使任何的政府过程都不会简单地从目标转化为能效，中间的“黑箱”往往蕴
含着组织运行的真实机理，是组织当中的各个要素、行动者相互交接之处。在
这种意义上，既有研究指出任何组织中都存在着负责目标管理的“战略高点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ｐｅｘ）”、关注业务因素从而提供组织产出的“操作中心（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ｒｅ）”，而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中间线（ｍｉｄｄｌｅ ｌｉｎｅ）”，起到了兼顾上下层级的
功能（亨利·明茨伯格，２００４）。本文关注的副职领导便是“中间线”在中国
政府场景中的具体表现，探讨了多方交融的中间环节。而这也为未来研究提供
了启发，中国政府组织结构是较为复杂的。除了副职领导，有没有其他群体承
担了类似功能？是否横向府际关系也具有类似的“中间线”协调组织？这都有
待进一步探索。

最后，除了上述内容之外，本文的发现也能够和既有的中观学说进行互动。
许多研究普遍发现了中国政府组织与西方科层制的殊异之处，包括高度授权、
压力施加、重视政治意识等诸多方面（荣敬本等，１９９８；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４；周
黎安，２０１４等），但对于这些结构之下的组织有效性是如何生产和再生产的，
这些研究却较少着墨。本文的发现可以与之补充。在授权方面，副职领导的中
间性特征使授权性活动能够在各个层级之间以层层过渡的弹性方式进行。在政
府压力方面，即使是在强激励环境下，高压指标在组织内部也能够实现有效的
转化和调节。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副职领导还通过对于分管下属有效的主观激
励，将政治意识灌注于组织之中。总体来看，由于副职领导的积极介入，中国
的政府组织得以良好地运转起来。

本文对于政府实践提供了两点启示：第一，政府分工中应纳入更多非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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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对于特定工作进行分管，减轻副职领导负担，增强政府灵活性。当前每个
副职领导几乎都分管了较多职能相互交叉的业务部门，这既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又拉长了政府的行政链条，平添了运行成本。实际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
些基层部门已经在保持官员定额的前提下，加快官员岗位流动，使更多非领导
官员事实上承担了“分管”职能（杨华，２０２０）。这不仅使政府组织网络变得
扁平化，还提升了政府组织面对复杂环境的适应能力，未来应进一步鼓励相关
实践探索。第二，对于一些高度专业化的政府部门，在选任“一把手”时要重
视其是否具有相近部门的副职领导任职经历。调研发现，一些地方的卫生、水
利、环境部门虽然要求专业性，但“一把手”有时却没有相关经验，一些事业
单位如气象局、地震局等亦存在这种情况。根据前文分析可以发现，具有相关
领域的副职领导经历能够为其担任“一把手”之后的顺利履职提供必要的职业
生涯过渡，这既可以保障政府的有效运行，又利于官员的个人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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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ｎｇ，Ｙ． ，＆ Ｗｕ，Ｃ． Ｆ． （２０１３）． Ｉ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１：５５ － ６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亨利·明茨伯格（２００４）． 明茨伯格论管理． 燕青联合组织译． 北京：中国社会保障出版社．
Ｍｉｎｔｚｂｅｒｇ，Ｈ． （２００４）． Ｍｉｎｔｚｂｅｒｇ 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Ｙａｎｑｉｎｇ Ｃｏ． ，Ｔｒａｎｓ． ）．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黄红华（２０１５）． 领导与服从、分权与制衡，抑或优势互补与统筹协作？———县级党政领导关
系的个案研究．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４：１８４ － １９３．
Ｈｕａｎｇ，Ｈ． Ｈ． （２０１５）． Ｌｅａｄ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Ｃｈｅｃｋ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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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４：１８４ － １９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瑞昌（２０１２）． 中国公共政策实施中的“政策空传”现象研究． 公共行政评论，３：５９ － ８５．

Ｌｉ，Ｒ． Ｃ． （２０１２）．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３：５９ － ８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马亮、王程伟（２０１９ａ）． 管理幅度、专业匹配与部门间关系：对政府副职分管逻辑的解释． 中
国行政管理，４：１０７ － １１５．
Ｍａ，Ｌ． ，＆ Ｗａｎｇ，Ｃ． Ｗ． （２０１９ａ）．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ｐａ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ｇｅｎｃ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４：１０７ － １１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马亮、王程伟（２０１９ｂ）． 政府副职的分管逻辑：中国大城市副市长的实证研究． 学海，４：１６３ － １７０．
Ｍａ，Ｌ． ，＆ Ｗａｎｇ，Ｃ． Ｗ． （２０１９ｂ）．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ＶｉｃｅＭａｙｏｒｓ：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ＶｉｃｅＭａｙｏｒｓ ｏｆ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Ｂｉｍｅｓｔｒｉｅ，４：１６３ － １７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马亮、王程伟（２０１９ｃ）． 分管领导对政府部门绩效的影响研究———以中国某市为例． 经济社会
体制比较，５：１１５ － １２５．
Ｍａ，Ｌ． ，＆ Ｗａｎｇ， Ｃ． Ｗ． （２０１９ｃ）． Ｈｏｗ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Ｌｅａｄｅ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５：１１５ － １２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马亮（２０２０）． 外行领导内行？———专业型组织、专家型领导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中共天津
市委党校学报，２：７９ － ８６．
Ｍａ， Ｌ． （２０２０ ）． Ｄ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ｓｔｓ Ｌｅａｄ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ｂａｓ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Ｅｘｐｅｒｔ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２：７９ － ８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荣敬本等（１９９８）． 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Ｒｏｎｇ，Ｊ． Ｂ．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斯蒂芬·Ｐ 罗宾斯、玛丽·库尔特（２０１５）． 管理学（第１１版）． 李原、孙健敏、黄小勇，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Ｒｏｂｂｉｎｓ，Ｓ． Ｐ． ，＆ Ｃｏｕｌｔｅｒ，Ｍ． （２０１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１ 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Ｌｉ，Ｙ． ，Ｓｕｎ，Ｊ． Ｍ． ＆
Ｈｕａｎｇ，Ｘ． Ｙ． Ｔｒａｎｓ． ）．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汉生、王一鸽（２００９）． 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 社会学研究，２：６１ － ９２．
Ｗａｎｇ，Ｈ． Ｓ． ，＆ Ｗａｎｇ，Ｙ． Ｇ． （２００９）． Ｔａｒｇ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６１ － ９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谢立中（２０１０）． 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Ｘｉｅ，Ｌ． Ｚ． （２０１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ｖ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徐刚（２０１３）． 结构性冗余下政府副职的机理反思与进路选择． 学习与探索，２：６０ － ６６．
Ｘｕ，Ｇ． （２０１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ｃ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６０ － ６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华（２０２０）． “制造流动”：乡镇干部人事激励的一个新解释框架． 探索，４：３７ － ５０．
Ｙａｎｇ，Ｈ． （２０２０）．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ｌｏｗ”：Ａ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Ｃａｄｒｅｓ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Ｐｒｏｂｅ，４：３７ － ５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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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创新、韩艳丽（２０１３）． 我国行政领导干部问责层级的实证研究．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３：９９ － １０６．
Ｚｈａｎｇ，Ｃ． Ｘ． ，＆ Ｈａｎ，Ｙ． Ｌ． （２０１３）．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３：９９ － １０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黎安（２０１４）． 行政发包制． 社会，６：１ － ３８．
Ｚｈｏｕ，Ｌ． Ａ． （２０１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６：１ － ３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雪光（２０１６）． 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 社会，１：１ － ３３．
Ｚｈｏｕ，Ｘ． Ｇ． （２０１６）．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ｆｆ”：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１ － ３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朱光磊、李利平（２００７）． 从“分管”到“辅佐”：中国副职问题研究． 政治学研究，３：５２ － ６０．
Ｚｈｕ，Ｇ． Ｌ． ，＆ Ｌｉ，Ｌ． Ｐ． （２００７）． Ｆｒｏｍ “ｉｎ Ｃｈａｒｇｅ”ｔｏ “Ｂｅ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ｐｕｔｙ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ＣＡ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５２ － ６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ｅｈｆａｒ，Ｋ． Ｊ．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Ｒ． Ｓ． ，Ｍａｎｎｉｘ，Ｅ． Ａ． ，＆ Ｔｒｏｃｈｉｍ，Ｗ． Ｍ． （２００８）．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ａｍｓ： ａ Ｃｌｏｓｅ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Ｌｉｎｋ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ｙｐ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ａｍ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９３（１）：１７０ － １８８．

Ｂｏｕｒｇａｕｌｔ，Ｊ． （２００６）． Ｔｈｅ Ｄｅｐｕｔｙ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Ｈ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ｓ Ａｃｃｏｕ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Ｄｅｃ． １，２０１９）：ｈｔｔｐ：／ ／ ｃｉｔｅｓｅｅｒｘ． ｉｓｔ． ｐｓｕ． ｅｄｕ ／ ｖｉｅｗｄｏｃ ／
ｓｕｍｍａｒｙ？ｄｏｉ ＝ １０ １ １ ５０１ ６１３３．

Ｂｏｕｒｇａｕｌｔ，Ｊ． ，＆ Ｄｕｎｎ，Ｃ． （２０１４）． Ｄｅｐｕｔｙ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Ｃａｎａｄ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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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层级何以保障政府运转？◆


